改革分配体制，缓解初次分配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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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随着经济市场化的加深，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份额明显偏低。大量可观察事实表明，我国劳动力确实存在如有的学者认为的超低价现象，即劳动力价格长期低于劳动力价值。导致初次收入分配失调的原因十分复杂，概括起来主要是：

第一，企业的不当谋利行为。表现为利润的经济剩余是企业追求的目标。从运行层次看，利润是售价与成本之差。在售价一定的情况下，企业可以有两类谋利行为：一类是改进技术和管理、依靠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从而提高企业利润的正当谋利利行为，另一类是通过直接、间接损害企业员工利益来不合理降低企业成本的不正当谋利行为。在企业缺乏自律和有效的外部约束的情况下，通常会选择不正当谋利行为：以各种手段直接压低工资以实现企业高利润，使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明显偏低；减少企业内公共投资以牺牲劳动者健康和安全为代价节来约不变资本，由此导致大量工伤事故、安全事故，并将事故的损失转嫁给社会；随意侵害劳动者权益以保证企业运行的低成本。企业的不当谋利行为在被误读的经济人的观念支配下和竞争压力下，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第二，企业内劳资力量的不对等。在工资决定机制转型后，没有真正形成大体对等的市场力量，工资权决定主要在企业或资方。据全国工商联一项主要由雇主回答的调查，在工资决定方式上，劳方的力量只占20%，资方占了80%。如果由雇员回答，问题可能会更严重。企业内工资议价机制的缺失，使初次分配难以保证公平，劳动份额偏低很难避免，更不能保证工资的合理增长。1978年至2005年，我国GDP了49.23倍，工资增长了33.79倍，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则由15.61%下降到10.81%。尽管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多，但企业内工资决定机制的缺陷应当是一个主要原因。
第三，国有或乡镇集体企业改制缺乏合理的规范。一些学者的实证分析表明，由于分配不平等问题没有在民营化政策的设计中引起足够重视，以效率和管理激励为由，将大量公共财产无偿或廉价转让给少数个人，是促成收入不平等上升的重要因素。这种缺乏合理规范的改制，不仅造成过度下岗，而且刺激了对工资的侵蚀。
第四，相关政策措施滞后且不健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对工资与利润的冲突缺乏足够的准备，忽视了政府在保障企业收入分配公平性方面的指导作用和必要干预。即使出台的一些政策措施也往往无法有效贯彻。这导致企业缺乏必要的外部约束，使初次分配失调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以压低工资来保证高利润，会导致一系列冲突：首先，劳动者或者过度劳动，损害健康；或者频繁跳槽，使企业培训费用增加；或者隐瞒生产能力，造成企业效率损失。其次，工资过低使企业缺乏技术创新压力，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力。第三，消费倾向下降，国内有效需求相对不足，宏观经济失衡。低工资率造成劳动力再生产困难，劳动者积极性下降，使长期增长受到影响。第四，加剧劳资冲突，引发各种群体事件。这些，最终会使社会不和谐，企业发展不可持续，效率难以保证和提高。
流行的见解认为，初次分配只能强调效率，分配的不公平只能通过收入再分配来解决和平滑。这种见解忽视了初次分配中客观存在的公平问题，没有初次分配的公平，就不可能有长期的效率。从西方国家的实践看，在初次分配中都建有协调劳资关系的平衡机制，这保证了西方经济的长期稳定。如果不在初次分配中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单纯靠再分配来平滑，特别是在我国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的情况下，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很难得到解决。因此，必须在完善再分配制度的基础上，深化初次分配改革，从根本上缓解初次分配失调。
第一，建立合理的工资制度，提高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无论企业性质如何，工资结构都应当包括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和绩效报酬。前者只取决于社会劳动生产率，是无风险的。无论企业经营状况如何，都必须按照社会标准足额支付，不能压低和拖欠。对公有制企业来说，这是工资的最低限。后者取决于员工和企业的努力，是有风险的。这种工资结构可以体现初次分配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要求，兼顾工资的保险与激励功能。　　

对于公有制企业，工资结构中还应当考虑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收益。对于非公有制企业，应当在健全法律的基础上，鼓励员工持股，分享资本收益，间接提高劳动要素的收入份额。
第二，建立和完善企业内工资议价和集体谈判制度，提高劳动方在工薪决定方面的权重。这需要结合我国的情况改革企业治理结构，建立企业的工资共同决定制度，保证企业员工能够有效参与薪酬决策。在这方面应当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

第三，建立和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强化政府的外部监督职能，促进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规范化、法制化，防止劳动力价格长期、过度低于劳动力价值，保证工资正常增长。
第四，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强化各种再分配制度在缓解初次分配差距方面的作用。大力发展各种性质的慈善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建立更加完善和有效率的第三次收入分配体系。通过完善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和第三次分配体系，补偿劳动力市场失衡造成的不利后果，提高劳动者在市场上和企业内的谈判力，以制约初次分配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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